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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夫妻地位反转是指妻子在“夫妻店”家族企业的董事会或管理层中担任的职务高

于丈夫职务的现象，这是一种基于婚姻与家族关系的权力配置模式。本文以夫妻共同控制的家

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地

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其影响机制在于完善家族企业内部公司治理。对于改

制型、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较低和处于传统伦理文化较弱地区的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

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基于夫妻特征因素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后代涉入数量和

高管亲戚属性均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控制权配置的研究发

现，当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时，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更有效地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

师。最后，本文还排除了“夫妻店”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可能存在的妻子谨慎决策的替代

性假说。本文从夫妻关系视角深入探讨了“夫妻店”家族企业的审计师选择决策，为如何通过在

夫妻之间合理进行权力配置从而优化审计师选择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家族企业；夫妻地位反转；审计师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23)11-0062-17
 

一、  引　言

家族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Anderson和Reeb，2003；姜付秀等，2017；李新

春等，2020）。在家族企业的众多类型中，“夫妻店”普遍存在（Amore等，2017；肖金利等，2018；
许宇鹏等，2021a）。根据本文统计，截至2020年，在我国A股市场的家族企业中，以夫妻为实际

控制人的家族企业占据了近三分之一（27.70%）。然而近年来，我国“夫妻店”家族企业却频繁在

资本市场“爆雷”，例如2019年爆出天价财务造假案的康美药业，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为马兴

田、许冬瑾夫妇。上述事件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控股股东或高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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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该现象在公司治理机制并不完善的家

族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成为了抑制管理层私利、助力

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手段。现有研究也表明，高质量的审计师不仅能有效地约束

经理人行为，还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息（杜兴强和谭雪，2016），从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Fan和Wong，2005）。
事实上，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针对家族企业审计

师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视角涵盖家族化方式、家族控制权、家族化管理等治理机

制（魏志华等，2009；陈德球，2011；Ghosh和Tang，2015）。虽然已有文献丰富了家族企业审计师

选择的动因研究，但目前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相关文献较少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夫妻店”家
族企业，并且尚未从夫妻权力配置模式的视角探讨“夫妻店”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动因。由于

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可能在管理、资源以及战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Arregle等，2019），因而“夫
妻店”在战略决策方面可能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与此同时，企业的战略选择主要依赖

于关键决策者（Cennamo等，2012），作为“夫妻店”关键决策者的夫妻双方如何进行权力配置会

直接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许宇鹏等，2021b）。由此可见，从夫妻权力配置模式的视角探讨“夫妻

店”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夫妻店”家族企业多倾向于采取夫妻共同领导的权力配置模式（Amore等，2017；胡
旭阳，2019），但该模式对于夫妻的权力并未进行明确区分，容易导致夫妻对于公司决策主导权

的争夺（高皓和安静，2021）。立足于中国情境，传统的社会规范以及风俗习惯影响着夫妻双方

对于各自角色的认知，在“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丈夫相对于妻子形成了

较高的家族权威，这使得丈夫长期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处于强势地位并通常在企业内部担任

权力高于妻子的职务（许宇鹏等，2021b）。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现代企业的正

式治理制度逐渐冲击着传统文化观念（李新春等，2018），导致性别差异下“男主外、女主内”的
传统社会认知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

策，并且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要消除在就业方面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上述

政策的出台也表明夫妻之间的权威差异逐渐发生转变，妻子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

的妻子从家族企业的“幕后”走向“台前”，部分家族企业已经出现了妻子在董事会或管理层担

任的职务高于丈夫职务的现象，本文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夫妻地位反转”。夫妻地位反转现象的

出现不仅优化了现有夫妻共同领导的权力配置模式，而且冲击了传统社会文化认知下的家族

企业治理理念，从而进一步契合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现实中，夫妻地位反转的案例也

屡见不鲜，例如实益达的乔昕（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和陈亚妹（董事长）夫妇，永太科技的何人宝

（董事）和王莺妹（董事长）夫妇。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夫妻地位反转并不等同于传统性别多样

性视角下的女性管理者研究。传统女性管理者的研究基本以性别差异为研究视角来探究女性

管理者如何借助自身的管理权优势来影响一般企业的战略决策（祝继高等，2012；Luo等，

2017；唐玮等，2021），夫妻地位反转则是以“夫妻店”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明晰具有婚姻

关系与家族属性的夫妻控制权为前提，从管理权视角来探究夫妻之间的权力分配模式，并进一

步关注夫妻之间管理权与控制权的交互作用，这使得夫妻地位反转不仅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

更会受到婚姻关系与家族属性的约束。因此，随着以妻子为代表的“她力量”在家族企业中发挥

的作用愈发显著，探讨夫妻地位反转能否促使家族企业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以助力家族企业完

善公司治理机制成为了检验夫妻地位反转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夫妻控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系统

考察了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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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其机制在于夫妻地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更加注重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对于改制型、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较低和处于传统伦理文化较弱地区的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

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基于夫妻特征因素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和谐的婚

姻关系与后代涉入数量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另一方面，相较于妻子高

管亲戚，丈夫高管亲戚会抑制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控制权配置的研

究发现，当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时，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更有效地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

审计师。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妻子谨慎决策的替代性假说。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结合家族企业异质性特征为“夫妻店”家
族企业如何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夫妻控制的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结合

家族企业异质性特征构建了“夫妻地位反转—审计师选择”的研究路径，不仅为家族企业如何

优化审计师选择提供了思路，而且从夫妻关系的视角丰富了家族企业异质性问题与审计师选

择领域的相关研究。第二，从“夫妻地位反转”的家族结构视角丰富了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相关

文献。本文从夫妻身份变化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变迁对于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

响，并将婚姻状况、后代情况、亲戚属性等因素纳入统一逻辑框架内进行分析，不仅为理解基于

夫妻身份变化的权力配置模式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拓展了家庭

结构视角下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第三，从婚姻关系与家族属性方面拓展了女性管理

者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研究重点以单一的性别多样性为视角来探讨女性管理者对于公司

战略决策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夫妻关系纳入到女性管理者的研究框架，在婚姻关系与家族属性

的基础上探究夫妻之间权力分配模式如何在公司战略决策方面发挥作用，验证了以妻子为代

表的“她力量”在家族企业战略决策方面存在的积极效应。

二、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1.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文献回顾

在“一股独大”、投资者保护不力以及公司治理机制并不完善的中国家族企业中，控股股东

的代理问题尤为突出（姜付秀等，2017）。外部审计作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具体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发挥鉴证作用从而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缓解代理冲突（Jensen和Meckling，1976）。鉴于高质量的审计师在完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

制方面的作用，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展开了研究。从家族企业的规模来

看，由于我国家族企业大多规模较小，出于审计成本的考虑，其对于高质量的审计师需求较低

（魏志华等，2009）。从家族企业的家族化方式来看，相较于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直接上市的家

族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陈德球和叶陈刚，2010）。从家族企

业的控制类型来看，家族股东大会超额控制与家族管理层控制会导致家族企业避免选择高质

量审计师，而家族董事会超额控制则会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陈德球等，2011）。与
此同时，基于美国情境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有着更强董事会治理水平的家族企业更可能选择

专业的审计人员进行更为谨慎的审计工作，从而弱化第二类代理冲突，并呈现更高的盈余质量

（Srinidhi等，2014）。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具有直接的控制权、更高的管理整合度、更低的运营成

本等特征，这导致其并不倾向于会计造假，因而降低了自身对于高质量审计师的需求（Ghosh
和Tang，2015）。

2.夫妻控制型家族企业文献回顾

夫妻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胡旭阳，2019），是影响家族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Poz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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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er，2010）。当夫妻作为企业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时，妻子能够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

响（Carlsson等，2012）。部分学者认为夫妻共同控制有助于优化家族企业的战略决策，但也有研

究则认为夫妻共同控制会对家族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夫妻控制型家族企业

的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两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从夫妻控制型家族企业的有利影响来看。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夫妻共同领导的家

族企业具有更低的员工流动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Amore等，2017）。与此同时，“夫妻店”家族

企业能够灵活调节成本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许宇鹏，2020），从而提升企业的资产收益率

（Belezon等，2016）以及创新水平（许宇鹏等，2021b）。此外，夫妻控股能够有效抑制控股家族对

于中小股东的掏空行为（许宇鹏等，2021a），从而助力企业价值的提升（王建峰和赵蔚家，

2021）。从夫妻控制型家族企业的不利影响来看。夫妻的家庭冲突和沟通不畅等问题极可能传

导到企业内部，恶化企业决策质量，从而影响企业长远发展（Poza和Messer，2010）。由于更加关

注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维护，夫妻搭档时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更低（胡旭阳和张佳楠，2018；胡
旭阳，2019）。与此同时，夫妻共同持股不仅会降低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肖金利等，2018），
还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张学志和柯婵，2022）。

3.文献述评

由上述文献可知，一方面，目前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并且更多地考

虑企业间同质性因素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忽视了“夫妻店”作为反映家族企业异

质性特征的重要研究对象会如何对待审计师选择问题。另一方面，目前“夫妻店”家族企业的研

究通常关注夫妻共同领导或共同持股的影响，并未紧密结合婚姻与家族属性来探讨传统文化

视角下的权威差异变迁导致的夫妻权力配置模式的变化。基于此，本文以夫妻控制的家族企业

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夫妻地位反转对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产生的影响，在丰富家族企业审计

师选择动因研究的同时，亦为理解夫妻地位反转如何影响企业审计师选择决策提供合理解释。

（二）假设提出

婚姻是由风险偏好存在差别的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组合而成，因此夫妻双方的权力配置

模式如何影响包括审计师选择在内的经营决策是一个重要问题（肖金利等，2018）。当夫妻地位

发生反转后，妻子作为管理层权力配置的优势方，其在家庭与企业中独有的角色能够帮助家族

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许宇鹏等，2021b）。由于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改善公司治理机制以

及提升公司价值（Fan和Wong，2005），因而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

师。然而在夫妻地位反转后，妻子仍然可能受到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导致夫妻地位反转权力

配置模式下妻子主导企业决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此时妻子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目的可能在

于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从而提升自身合法性。由此可见，夫妻地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

量审计师的原因既可能是出于实现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目标，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妻子提升自

身合法性的需求。因此，本文从完善治理机制与提升合法性两方面分析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家族

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基于完善治理机制视角的分析。家族企业的重要目标在于实现基业长青（杜善重，2022），
然而中国家族企业建立时间短、投资者保护不力等特征使其面临较为严重的代理冲突（Classen
等，2002；姜付秀等，2017），从而不利于基业长青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降低代理冲突从而完

善公司治理机制成为了助力家族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目标的关键。审计被认为是一种降低公司

代理成本的重要机制，公司代理成本越高，对独立审计的需求就越高（Watts和Zimmerman，
1983；陈良银等，2021）。当丈夫在家族企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时，企业体现出更强的男子主义

倾向与家长作风，这促使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侵占非家族成员的利益来满足家族成员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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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Wong等，2011；肖金利等，2018），从而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产生不利影响。相比之下，

作为女性的妻子往往更加关心他人的福祉，对道德伦理问题更加敏感（Erat和Gneezy，2012；
Brough等，2016）。当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作为在公司内部地位高于丈夫的管理者，妻子不仅

能够减少家族企业的男子主义倾向与家长作风，还能够将较高的道德水准通过婚姻和家庭生

活的方式对丈夫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Chen和Li，2009；Wilcox，2011；宁博等，2020），从而减少

企业内部家族成员对于非家族成员的利益侵占。与此同时，夫妻地位反转意味着妻子不仅在家

庭与企业中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而且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与家族权威（Amore等，2017；
Eglene等，2007），这促使丈夫更愿意与妻子分享公司的相关信息并尊重与听从其建议（Van
Auken和Werbel，2006；肖金利等，2018），从而使得家族企业更倾向于从长远发展的视角考虑

战略决策的制定（Belenzon等，2016；许宇鹏等，2021a）。因此，在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家族企

业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高质量审计师不仅可以通过独立验证财

务报告的可靠性使得内部人难以从事寻租活动（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
1983），从而提高被审计单位的审计质量和盈余可靠性，而且能够显著降低被审计单位的资本

成本（Ghoul等，2016；Zhang等，2019；董雪雁等，2021），促使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得以不断

完善。

基于提升合法性视角的分析。“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文化以及风俗习惯深刻影响着中国

家族企业内部管理层的思想意识，在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丈夫相对于妻子形成了较高的家

族权威，这使得丈夫长期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处于强势地位并通常在企业内部担任权力高于

妻子的职务（陈德球，2011；肖金利等，2018）。虽然夫妻地位反转的权力配置模式提升了妻子在

家族企业内部的地位，但妻子在潜意识中仍受制于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即夫妻地位反转存在

“形式重于实质”的问题，导致妻子因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难以在企业决策方面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李兰等，2017），从而引发企业内部与外界对于夫妻地位反转权力配置模式下妻子主导

企业决策合法性的质疑。由于合法性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其能够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他

人来规范或者影响他人行为（DiMaffio和Powell，1983；赵晶等，2015）。因此，在夫妻地位反转

的权力配置模式下，妻子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以提升自身在家族企业经

营决策中的合法性。由于外部审计是公司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Titman和
Trueman，1986），而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会驱动企业对审计质量的追求（董雪雁等，

2021）。与此同时，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市场对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依赖性（李百兴等，

2020）。因此，在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妻子有动机聘用规模更大、声誉更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借

助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鉴证作用，增强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的可信度，向市场传递自身经营管理能

力和公司质量的积极信号，从而打破性别偏见引发的外部质疑（唐玮等，2021），进一步提升自

身在家族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合法性地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师。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

2011年作为起始研究年限的原因在于证监会于2012年颁布了新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并且公司年报一般会提供同期比较

数据，因此本文将2011年的相关数据包含在样本期间内。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的识别需要在

明确一般性质家族企业定义的基础上实现，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本文借鉴姜付秀等（201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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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界定为家族企业：（1）最终控制人能够追溯到自然人或家族；（2）
该自然人或家族具有实质控制权且为第一大股东；（3）除实际控制人外，至少一名有亲属关系

的家族成员持股/管理/控制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公司，在此基础上使用CSMAR（国泰安）数据

库中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研究数据库”筛选研究样本。其次，在明确家族企业样本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根据上市家族公司年报搜集了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信息，当家族企业实际

控制人为夫妻时，本文将其界定为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企业，其中夫妻关系的判断依托招股说

明书、公司年报以及新浪财经等途径。进一步地，在样本选择过程中，本文：（1）剔除ST、*ST的
公司；（2）剔除存在较多缺失值和资不抵债的公司；（3）剔除金融与保险类公司；（4）对所有连续

变量在1%分位进行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和异常值的影响。其余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CSMAR（国泰安）以及WIND（万得）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审计师选择（AS）。在会计师事务所中，“国际四大”（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被认

为是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代表，在审计行业具有较高声誉（陈良银等，2021；唐玮等，2021）。因此，

本文借鉴陈良银等（2021）的研究，以国际四大作为审计师选择AS的代理变量。当公司年报由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时，AS记为1，否则为0。
2.夫妻地位反转（Couple）。目前关于夫妻地位反转的研究并不多见，虽然部分学者关注了

“夫妻搭档治理”（Amore等，2017；胡旭阳和张佳楠，2018；胡旭阳，2019）、“夫妻共同持股”（肖
金利等，2018；许宇鹏，2020；许宇鹏等，2021b；张学志和柯婵，2022）对于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

影响，但以往文献并未识别出妻子与丈夫在公司职位方面的差距，这是本文界定夫妻地位反转

概念的关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影响深远，这使得丈夫相对于妻

子拥有更高的家族权威（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体现在家族企业内部则表现为丈夫在董事会

或管理层担任的职务要高于妻子（陈德球，2011）。根据权威理论的观点，组织中的权威体系是

一种信息交流体系，通过命令的下达和被接受使得组织协调运作，有利的职位地位会带来更丰

富的信息和广阔的视野从而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威（Barnard，1974；Eglene等，2007）。因此，当妻

子在家族企业中担任的职务高于丈夫时，这表明妻子相较于丈夫拥有更高的家庭地位与家族

权威，本文将这种权力配置模式定义为夫妻地位反转。具体来说，当妻子在董事会或管理层中

担任的职务高于丈夫在董事会或管理层中担任的职务时，Couple记为1，否则记为0。需要特别

说明的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较晚，多数家族企业仍处在创始人控制阶段

（姜付秀等，2017），因此本文并未删除创始人为夫妻的样本。与此同时，为了保障结论的稳健，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剔除了创始人为夫妻的样本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方面，本文并

未从中性视角（“从妻子领导转为丈夫领导”或“从丈夫领导转为妻子领导”）而是从男性领导者

的视角来定义夫妻地位反转，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反映我国大力提倡男女平等政策对于“男主

外、女主内”等传统文化的冲击，而且能够结合传统社会认知变迁的现实背景来充分反映夫妻

地位反转的内涵。与此同时，为了保障结论的稳健，本文在内生性检验部分采用中性视角对夫

妻地位反转进行了界定并采用Stagger DID的方法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李百兴等（2020）、陈良银等（2021）和唐玮等（2021）的研究，在模型

中加入了影响审计师选择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H1是否成立，本文建立了回归模型（1），其中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α0表示

截距项，ε代表残差。若模型（1）的回归系数α1显著为正，则表明假设H1成立。

A S it = ®0+ ®1Coupleit +
X

®iControlit + Year + Indu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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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

表2描述了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Panel A是描述性统计，由Panel A可知，家族企业选择“四
大”的平均占比为2.2%，说明家族企业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比例仍有待提升。Couple的均

值为0.097，表明有9.7%的“夫妻店”家族企业发生了夫妻地位反转的情况，并且Couple的均值

（0.097）高于中位数（0.000），说明样本期间内的“夫妻店”家族企业开始倾向于采用夫妻地位反

转的管理层配置模式。Panel  B是差异性检验，由Panel  B可知，夫妻地位反转家族企业

（Couple=1）审计师选择的均值为0.089，高于夫妻地位未反转家族企业（Couple=0）审计师选择

的均值0.016，并且T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夫妻地位反转家族企业（Couple=1）
审计师选择的中位数与夫妻地位未反转家族企业（Couple=0）审计师选择的中位数相等，并且

Wilcoxon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差异性检验结果基本印证了本文

的结论，但二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进行验证。

（二）实证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回归结果。第（1）列为仅包含解释变量夫妻地位

反转Couple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由第（1）
列可见，在未纳入控制变量回归的前提下，Couple系数显著为正；由第（2）列可见，在加入控制

变量进行回归后，Couple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夫妻地位反转促使了家族企业选择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H1成立。

（三）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由于工具变量法能够较好地修正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企业所在地

区的明清时期孔庙数量（Confucius）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一方面，孔庙背后蕴含的

伦理思想会对管理层配置产生影响（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另一方面，地区书院数量是过去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审计师选择 AS 公司年报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记为1，否则为0

夫妻地位反转 Couple 妻子在公司中的职务高于丈夫记为1，否则为0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资产总计的对数
财务杠杆 Lev 资产负债率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上市时间 Age 上市时间加1取对数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的对数
独董比例 Indep 独董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记为1，否则为0

现金流水平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总资产
盈利能力 ROA 总资产收益率

管理层持股 Mshare 管理层持股比例
股权制衡 Balance 第二到五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
流动资产 CR 流动资产与总资产之比
应收账款 Rec 应收账款与总资产之比

存货 CH 存货与总资产之比
资产重组 CZ 企业发生重大资产重组记为1，否则为0

年份 Year 年份哑变量
行业 Indu 行业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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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历史事件，与现代企业的公

司治理行为关系不大。由此可见，该工具变

量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的要求。表4的第

（1）（2）列报告了工具变量法两阶段的回归

结果。通过第（1）列可见，Confucius系数显

著为负，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通

过第（2）列可见，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2.Heckman两阶段模型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对样本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

验。在Heckman第一阶段的回归分析中，本文通过Probit回归构建夫妻地位反转的影响因素模

型。本文将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作为Probit回归的控制变量；与此同时，采用孔庙数量

（Confucius）作为工具变量纳入Probit回归。通过Probit回归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IMR放
入模型（1）中进行第二阶段回归，若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一致，说明结论稳健。表4
的第（3）列为Heckman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由第（3）列可知，在控制了IMR后，Couple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并未影响本文结论。

3.夫妻地位反转的动态变化：基于Stagger DID思路的检验

夫妻地位反转的动态变化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是保障本文结论有效性的重要方法。具

体来说，夫妻地位反转的变化主要存在两种情况：其一，从丈夫领导转为妻子领导（“从无到

表 2    描述性统计

Panel A 总体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Median SD Max Min
AS 0.022 0.000 0.147 1.000 0.000

Couple 0.097 0.000 0.296 1.000 0.000
Size 21.700 21.560 1.037 26.370 19.550
Lev 0.366 0.345 0.190 0.990 0.031

Growth 0.213 0.134 0.459 4.806 −0.631
Age 1.682 1.609 0.737 3.367 0.000

Board 2.060 2.079 0.178 2.708 1.609
Indep 0.383 0.375 0.053 0.600 0.308
Dual 0.460 0.000 0.499 1.000 0.000

Cashflow 0.045 0.045 0.069 0.258 −0.197
ROA 0.047 0.049 0.072 0.244 −0.415

Mshare 0.254 0.233 0.223 0.705 0.000
Balance 0.812 0.715 0.518 2.907 0.021

CR 0.604 0.608 0.170 0.988 0.098
Rec 0.151 0.135 0.104 0.726 0.000
CH 0.131 0.104 0.113 0.795 0.000
CZ 0.072 0.000 0.259 1.000 0.000

Panel B 差异性检验

变量
Couple=0 Couple=1

T-test Wilcoxon-TestMean Median Mean Median
AS 0.016 0.000 0.089 0.000 −0.072*** 48.694***

　　注：均值检验采用T检验方法，中值检验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的方法，***表示1%显著性水平通过
检验。

表 3    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ouple 1.766*** 2.426***

(5.47) (5.37)
Control N Y

Year/ Indu Y Y
N 1 759 1 759

　　注：括号内为z值；***、**、*分别表示在1%、5%、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下同。

 

夫妻地位反转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

69



有”）。其二，从妻子领导转为丈夫领导（“从有到无”）。如果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有效助力家族企

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那么当夫妻地位反转“从无到有”时，家族企业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

师。相反，当夫妻地位反转“从有到无”时，家族企业则不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

为了检验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我们参考Stagger DID的思路来进行模型

构造（Beck等，2010）。具体来说，第一种情况为当样本初始年份并不存在夫妻地位反转，但在

样本期间的某一年发生夫妻地位反转时，我们将样本公司经历过夫妻地位反转“从无到有”的
变化年份及其以后年份（BeforeAfter）取值1，否则为0；第二种情况是夫妻地位反转“从有到无”
的初始年份（BeforeAfter）取值为1，以后年份取值为0。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A S it = ¹0+ ¹1B ef oreA f terit +
X

¹iControlit + Year + Indu + " （2）

Control与模型（1）保持一致。在夫妻地位反转“从无到有”的情形下，若μ1显著为正，说明在

发生夫妻地位反转后，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在夫妻地位反转“从有到无”的情形

下，若μ1显著为负，则表明当夫妻地位反转不存在后，家族企业不再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

师。回归结果如表4的第（4）（5）列所示。由第（4）列可见，μ1显著为正，说明在发生夫妻地位反转

后，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由第（5）列可见，μ1显著为负，说明当夫妻地位反转

不存在时，家族企业不再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由此可见，夫妻地位反转能够助力家族

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再次验证了夫妻地位反转的有效性。

4.PSM
出于消除实验组与控制组可能存在天然偏差的目的，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

进行内生性检验，将发生夫妻地位反转的企业设为实验组，将未发生夫妻地位反转的企业设为

控制组。在此基础上，选取模型（1）的主要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倾向得分

并参考权小锋等（2019）的研究，采取1：3的配对原则来构建相应的配对样本。表4的第（6）列为

PSM回归结果，由第（6）列可知，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结论稳健。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1.变量滞后

由于公司当年特征因素可能会影响审计师选择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解释

变量滞后一期的方法来缓解这一问题。表5的第（1）列展示了解释变量夫妻地位反转Couple滞
后一期的回归结果，由第（1）列发现，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稳健。

2.更换变量衡量方法

事实上，审计师选择是反映审计质量的重要代理变量（王永海和章涛，2014），学者们还采

表 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Couple 3.153*** 2.374*** 2.613**

(3.02) (5.38) (2.56)
Confucius −0.098*

(−1.66)
IMR 0.467

(0.04)
BeforeAfter 0.012** −0.322*

(1.97) (−1.88)
Control Y Y Y Y Y Y

Year/ Indu Y Y Y Y Y Y
N 1916 1 631 1 686 1 735 1 665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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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审计意见作为反映审计质量的指标（董

天一等，2022）。因此，本文采用是否收到非

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

当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表明审

计质量较高，AS记为1；否则表明审计质量

较低，AS记为0。表5的第（2）列为更换变量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由第（2）列发现，Couple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稳健。

3.剔除夫妻创始人的影响

为了避免夫妻地位反转受到创始人性别特征的影响从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手

工查询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识别出“夫妻店”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是否为夫妻关系，在此基础

上将该部分样本剔除后再次进行回归从而排除创始人性别可能产生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的
第（3）列所示。由第（3）列可见，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五、  机制检验与拓展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认为夫妻地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原因既可能是出于完善公司治

理机制的目的，也可能是妻子为了提升自身合法性的需要。因此，夫妻地位反转影响审计师选

择的两条路径是否同时存在需要进一步检验。

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由于控股

股东的代理问题是上市家族企业面临的主

要代理冲突（Claessens等，2002；姜付秀等，

2017），因而本文采用第二类代理成本衡量

家族企业面临的代理冲突。与此同时，现有

研究多采用其他应收款衡量第二类代理成

本，但自2003年后，证监会等部门加强了对

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的监

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遏制，这导致采用其他应收款衡量第

二类代理成本可能会存在争议（Jiang等，

2015；陈克兢等，2019）。因此本文借鉴姜付秀等（2015）的研究，采用关联交易总额占总资产的

比值作为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代理变量。若代理成本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正

向关系，则说明完善治理机制的分析成立。由表6的第（1）列可见，Couple×AC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在家族企业代理成本严重的情境下，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有效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的

审计师。由此可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路径成立。

在提升合法性方面，由于在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妻子有动机聘用规模更大、声誉更高的

会计师事务所向市场传递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积极信号从而提升自身合法性，因而信息透明

度能够更好地反映妻子通过寻求高质量审计师以提升自身合法性的目标。具体来说，本文参考

王亚平等（2009）的研究，采用企业过去三年操控性应计项目绝对值之和Opaque衡量信息透明

度，Opaque值越大，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低。若信息透明度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

择的正向关系，则说明提升自身合法性的分析成立。由表6的第（2）列可见，Couple×Opaque系

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Couple 2.582*** 0.719* 3.285***

(5.13) (1.67) (6.60)
Control /Year/ Indu Y Y Y

N 1 506 1896 1 650

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ouple 2.646*** 2.318***

(4.72) (4.74)
AC −8.530**

(−2.20)
Couple×AC 9.165*

(1.88)
Opaque −0.071

(−0.04)
Couple×Opaque 2.420

(0.95)
Control /Year/ Indu Y Y

N 1 759 1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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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不显著，说明信息透明度并不能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这表明提升合法

性的影响路径并不成立。

综上，在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妻子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原因主要在于主动缓解代理冲突

从而助力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而非通过选择高质量事务所来提升自身合法性。

（二）拓展性分析

1.情境因素检验

（1）家族化方式

中国家族企业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演变而来：一种为创业型家族企业，其由个人或家族创

办，在上市时便被家族控股；另一种为改制型家族企业，其通过股权转让、改制等途径实现家族

化转变（陈德球和钟昀珈，2011）。由于两类家族企业实现家族化的方式不同，这导致其在目标

追求方面存在差异（杜善重，2022）。对创业型家族企业而言，其实现家族化的时间较为久远，企

业内部的家族化特征较为显著，并且更易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这导致夫妻地位即使发生反

转，也可能因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使得妻子难以充分发挥积极效应，从而无法促使家族企业选

择高质量审计师。对改制型家族企业来说，其难以受到决策者文化价值观的长期影响，导致改

制型家族企业可能出于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原因会延续改制前的决策程序和行为逻辑（叶

文平等，2022），使得夫妻地位反转并不会受传统家族文化的显著影响，夫妻地位反转的积极效

应能有效发挥，从而助力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相较于创业型

家族企业，夫妻地位反转能够助力改制型家族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师。

在家族化方式的衡量方面，本文参考杜善重（2022）的研究，通过手工查询相关资料来确定

家族企业的家族化方式，将改制型家族企业赋值为1，创业型家族企业赋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7
第（1）列所示，由第（1）列可见，Couple×FS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族化方式强化了夫妻地位反

转与审计师选择的正向关系。由此可见，对于改制型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

择的积极效应会显著提升。
 

表 7    情境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Couple 1.879*** 4.580*** 2.140***

(3.73) (9.36) (4.54)
FS −0.436

(−0.41)
Couple×FS 3.724***

(3.63)
State 1.217***

(9.69)
Couple×State −1.363***

(−9.71)
PF −0.293

(−1.55)
Couple×PF 1.311***

(3.46)
Control /Year/ Indu Y Y Y

N 1 759 1 759 1 759
 
 

（2）国有股东制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

提出“要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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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参股家族企业成为了家族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罗宏和

秦际栋，2019）。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国有资本的加入能够对控股家族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衡

（魏明海等，2013），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夫妻地位反转通过寻求高质量审计师来完善内部

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诉求，从而弱化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认为国有股东制衡能够弱化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作用。

本文借鉴罗宏和秦际栋（2019）的研究，采用前十大股东中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与控股家

族持股比例之差作为国有股东制衡State的代理变量①，回归结果如表7第（2）列所示。由第（2）
列可见，Couple×Stat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股东制衡弱化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

正向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较高的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

择的积极效应会降低。

（3）传统伦理文化

地区传统伦理文化的浓厚程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家族成员的精神和意识层面并影响夫

妻对于各自角色的认知（许年行等，2019）。当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传统伦理文化越浓厚时，传

统伦理思想对于管理层意识层面的束缚会更加严重（肖金利等，2018），虽然存在夫妻地位反转

的现象，但妻子在潜意识中仍然受制于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从而难以在审计师选择方面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相反，当家族企业位于文化较为开放的地区时，其受到传统伦理文化的约束

大大降低。制度环境的变迁提升了家族企业制定正式治理制度的意愿（李新春等，2018），传统

伦理文化与认知在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力量下受到了巨大冲击（许宇鹏等，2021b），这使

得在夫妻地位反转的权力配置模式下妻子能够在战略决策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对审计

师选择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地区传统伦理文化的弱化能够有效提升夫妻地

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作用。

本文参考肖金利等（2018）的研究，采用贞节牌坊数量衡量家族企业所在地区传统伦理文

化的浓厚程度，原因在于地区贞节牌坊体现了企业所在地区的女性受家庭传统伦理文化影响

的程度，贞节牌坊数量越多的地区，对女性的要求会越严格，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越低（肖金

利等，2018）；相反，当企业所在地区的贞节牌坊越少，表明该地区的传统伦理文化对于女性的

约束越少，从而能够为女性参与企业决策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基于此，本文参考肖金利等

（2018）的做法，手工搜集了企业所在地区的明清时期贞节牌坊数量（PF）。为了反映该地区传

统伦理文化的弱化程度，本文对牌坊数量进行了负向处理，回归结果如表7第（3）列所示。由第

（3）列可见，Couple×PF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上述分析成立。

2.基于夫妻特征的分析

由于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胡旭阳，2019），因此本文选取反映夫妻特征的婚姻状

况、后代情况和亲戚属性，观察上述因素如何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之间的

关系。

（1）夫妻婚姻状况

夫妻感情是影响夫妻权力配置的关键因素，即夫妻地位反转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在夫妻和

睦的基础之上（Amore等，2017）。然而夫妻的具体感情通常无法准确获取（肖金利等，2018），并
且上市公司夫妻离婚事件的样本量有限（许宇鹏等，2021b），这使得通过大样本数据研究夫妻

离婚事件的影响存在困难。相比之下，夫妻关系可以采用地区婚姻状况衡量，其反映了人们对

①本文还采用了国有股东是否为大股东作为State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相较于控股家族，国有股东只有在持股超过一定比例才能充分发
挥治理效应。具体来说，当国有股东持股比例高于10%时，State记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发现Couple×State系数显著为负，因此结论稳健。限于
文章篇幅，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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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关系的态度（姜付秀等，2017）。当地区婚姻关系和谐时，夫妻感情可能相对较好，丈夫不仅

会更尊重妻子的意见（Van Auken和Werbel，2006），而且更容易接受妻子在道德标准方面的高

水平要求（宁博等，2020），从而使得夫妻地位反转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促使家族企业更加注

重完善内部治理机制（Amore等，2017），助力家族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师。因此，本文预计和谐

的地区婚姻关系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

本文参考姜付秀等（2017）的研究，手工搜集了样本期间内家族企业所在地级市的结婚率

与离婚率，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在此基础上采用结婚率与离婚率之差

Harmony衡量婚姻的和谐情况，Harmony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夫妻婚姻更加和谐。回归结果

如表8第（1）列所示，由第（1）列可以发现，Couple×Harmony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婚姻状况强化

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地处婚姻关系和谐地区的家族

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效应会显著提升。
 

表 8    夫妻特征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Couple 2.969*** 2.303*** 2.057*** 2.431*** 0.794* 2.290***

(4.72) (5.03) (4.33) (5.39) (1.82) (5.04)
Harmony −1.341

(−1.26)
Couple×Harmony 2.547*

(1.66)
Childum 0.265

(0.58)
Couple×Childum 1.898**

(2.31)
ChildNum 0.089

(0.58)
Couple×ChildNum 0.506**

(2.07)
Gender 0.220

(1.61)
Couple×Gender 0.372

(0.96)
Male −1.222*

(−1.66)
Couple×Male −14.266***

(−13.85)
Female 0.214

(0.29)
Couple×Female −2.881

(−1.48)
Control /Year/ Indu Y Y Y Y Y Y

N 1 438 1 759 1 759 1 759 1 759 1 759
 
 

（2）夫妻后代涉入情况

随着我国家族企业逐渐进入代际传承的高峰阶段，如何顺利实现代际传承成为了家族企

业的重要目标（祝振铎等，2018）。事实上，夫妻的后代是否涉入管理、涉入管理的后代数量以及

后代性别均反映了代际传承的特征（许年行等，2019；许为宾等，2022），因此需要同时关注上述

特征的影响。当夫妻后代涉入管理时，家族企业通常处于一代与二代的共治阶段（祝振铎等，

2021），这使得追求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通常表现出长期导向特征（Coad和Rao，2007）。夫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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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发生反转使得妻子作为女性企业家的特质得以放大，女性与妻子的双重角色能够更好地帮

助家族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许宇鹏等，2021a），因而促使家族企业倾向于聘用高质量审

计师来助力自身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当多个后代涉入管理时，较多的家族后代可能会因差异化

的个人目标和利益诉求导致家族纠纷（Gersick等，1997）。由于夫妻地位反转使得家族企业更

倾向于从长远发展的视角考虑战略决策的制定（Belenzon等，2016），因而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通

过聘请高质量事务所来助力自身理顺内部治理机制。当进一步识别后代涉入的性别时，夫妻地

位反转使得家族企业更重视男女平等的理念，此时后代的能力而非性别成为了选择接班人的

标准（许年行等，2019），这促使家族企业对于高质量审计师的需求更多的是为了助力自身顺利

实现代际传承，因而后代性别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为了证实上述分析，本文手工整理了样本期间内家族企业夫妻是否有后代涉入企业、后代

涉入的数量以及性别，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司年报，并借助关键词搜索的方

式（如“儿女”“后代”“二代”等）对相关数据进行补充。进一步地，当夫妻的后代涉入企业时，

Childum记为1，否则为0；后代涉入数量记为ChildNum；后代涉入性别采用女儿数量与儿子数

量之差Gender衡量。回归结果如表8的第（2）至（4）列所示。由第（2）列可见，Couple×Childum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后代涉入强化了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由第（3）列可知，

Couple×ChildNum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后代涉入数量强化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正

向影响；由第（4）列可见，Couple×Gender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后代性别并不会影响夫妻地位反

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由此可见，夫妻后代涉入的数量而非性别会强化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

师选择的关系。

（3）夫妻亲戚属性

亲戚涉入日常管理是家族企业较为常见的现象（肖金利等，2018）。在夫妻共同控制的企业

中，家族高管的亲戚属性能够对家族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受传统伦理观念

的影响，公司血亲一般会站在自己一方（肖金利等，2018）。另一方面，亲戚之所以能够进入家族

企业工作，除了自身具备的专业能力，还取决于自身特有的家族身份（邓浩等，2016）。当高管中

丈夫亲戚较多时，企业内部支持丈夫的力量更强，虽然夫妻地位反转使得家族企业内部丈夫对

于妻子更加尊重，但长期受到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丈夫高管亲戚可能并不认可这一权力配置

模式（Gersick等，1997），导致由妻子主导制定的战略决策可能会受到丈夫高管亲戚的质疑，使

得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效应会被弱化。当高管中妻子的亲戚较多时，虽然妻子

高管亲戚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妻子的利益，但夫妻地位反转并非存在于所有“夫妻店”家族企业，

这导致妻子高管亲戚的家族身份还会受到丈夫影响（陈德球，2011），使得妻子高管亲戚可能无

法独立于丈夫做出更多的独立判断（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从而导致妻子高管亲戚可能并不

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参考肖金利等（2018）的研究，手工识别夫妻双方亲戚在家族高管中的

占比，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司年报，并借助百度、新浪财经等其他渠道，通过

关键词搜索方式对数据进行补充。进一步地，本文将丈夫高管亲戚数量记为Male，妻子高管亲

戚数量记为Female。回归结果如表8的第（5）（6）列所示，由第（5）列可见，Couple×Male系数显

著为负，说明丈夫高管亲戚抑制了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正向影响；由第（6）列可以发

现，Couple×Female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妻子高管亲戚并不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

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丈夫高管亲戚会抑制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而妻

子高管亲戚则不会对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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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夫妻控制权配置的分析

夫妻之间的控制权配置同样会对家族企业的审计师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控制权是家族企

业治理结构研究的核心问题（陈德球等，2013），反映了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控制（Fama和Jensen，
1983）。家族企业控制权体现了家族与企业的相互嵌入，使得企业不仅成为家族的一部分，更成

为整个家族身份和传统的象征（Villalonga和Amit，2010）。虽然夫妻地位反转保障了妻子在管

理层决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观念仍会对夫妻地位反转在一定

程度上产生阻碍作用。当夫妻型家族企业不考虑夫妻双方如何在管理层进行权力配置时，丈夫

掌握更多的控制权往往会导致公司决策更加激进（肖金利等，2018），加剧了经营风险

（Tang等，2011）。由于较差或不稳定的盈余可能诱发企业的盈余管理（Graham，2005），导致其

不愿意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当夫妻型家族企业发生了夫妻地位反转后，丈夫在控制权层面占据

主导地位能够更好地保障管理层在进行审计师选择时避免与妻子的决策发生分歧（陈德球，

2011），使得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更好地助力家族企业优化战略决策，从而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

的审计师。因此，本文预计，在不考虑夫妻地位反转的前提下，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会对审

计师选择产生不利影响；但当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能够强化夫妻地

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手工统计了样本

期间内家族企业的丈夫控制权占比与妻子

控制权占比，当丈夫的控制权占比高于妻

子时，控制权配置Control记为1；否则记为

0，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的第（1）列可

以发现，Control系数显著为负；由表9的第

（2）列可以发现，Couple×Control系数显著

为正。由此可见，对于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

企业来说，当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时，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更加有效地助力家族企业选择高

质量审计师。

4.排除妻子更倾向于谨慎决策的替代性假说

虽然本文发现夫妻地位反转出于完善

公司治理机制的目的来促使家族企业选择

高质量审计师，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即

相较于丈夫，妻子在制定公司决策时更加

谨慎（肖金利等，2018），这也可能促使家族

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为了排除该替代

性假说，本文进一步检验夫妻地位反转与

家族企业风险决策之间的关系。创新战略

是家族企业风险决策的关键构成维度（贺小刚等，2016），如果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则排除了妻子更加谨慎的替代性假说。本文参考贺小刚等（2016）的研究，采用

创新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RD）作为创新战略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其中第（1）列
为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由第（1）（2）列可见，Couple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夫妻地位反转促

使家族企业实施创新战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妻子更倾向于谨慎决策的替代性假说。

表 9    控制权配置回归结果

变量 (1) (2)
Husband −2.138*** −2.919***

(−5.53) (−5.00)
Couple 3.137***

(4.42)
Couple×Husband 4.807***

(3.90)
Control /Year/ Indu Y Y

N 1 759 1 759

表 10    排除替代性假说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ouple 0.007** 0.008**

(2.23) (2.42)
Control N Y

Year/ Indu Y Y
N 2 085 2 08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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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聘用高质量审计师对于完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助力家族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目标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

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选

择高质量审计师，其影响机制在于助力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基于情境因素的研究发

现，对于改制型、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较低以及处于传统伦理文化较弱地区的家族企业来说，夫

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更显著。基于夫妻特征因素的研究发现，婚姻关系、后

代涉入和高管亲戚属性均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控制权配置

的研究发现，当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时，夫妻地位反转能更有效地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

量审计师。最后，本文还排除了“夫妻店”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可能存在的妻子谨慎决策

的替代性假说。

（二）实践启示

本文还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1）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观念中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夫

妻传统角色设定正在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已参与到家族企业的战略决策之中，男女平等

的观念在微观企业层面得到进一步的实践。对于“夫妻店”家族企业来说，夫妻之间在管理权与

控制权方面的合理配置不仅能够助力家族企业理顺婚姻关系并践行男女平等的理念，还能够

优化内部治理机制从而为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目标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2）虽然夫妻地位反转

能够助力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但其作用的发挥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族企业自

身特征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于发生夫妻地位反转的“夫妻店”家族企业来说，首先，

其应该根据实现家族化的方式来判断自身对于高质量审计师的需求程度；其次，其还可以通过

引入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来“替代”高质量审计师在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作

用；最后，其还需关注地区伦理文化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避免传统伦理文化等非正式

制度因素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3）对于“夫妻店”家族企业来说，企业家夫妻双方还应该主动

理顺夫妻关系、后代关系和亲戚关系等多种反映婚姻与家族属性的内部非正式治理机制，避免

因过度依赖非正式治理机制而对正式治理机制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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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recent  years,  couple-controlled  family  firms  in  China  have  frequently  led  to
“thunderstorm” in the capital market. Under this realistic background, hiring high-quality audito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help couple-controlled family firms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Although som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related topics of auditor choice in family firms,
few focus on couple-controlled family firms, and the motivation of auditor choice has not been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sband-wife power allocation mode. A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firms mainly
depends on key decision-makers, how the husband and wife, who are the key decision-makers of couple-
controlled family firms, allocate their power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trategic decision.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he position of wif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some
couple-controlled family firms, the wife holds a higher position 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the
management than her husband, which is defined as “marital role reversion” in this paper. Marital role
reversion not only optimizes the existing power allocation mode under the joint leadership of husband
and wife, but also impacts the concept of family firm governance under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gnition, thus further conforming to China’s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ital role reversion by
discussing whether it can prompt family firms to hire high-quality auditors to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is paper takes couple-controlled family firms as the sample,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marital role reversion on the auditor choice in family firms. The study finds that marital role reversion
promotes family firms to choose high-quality auditors, and its mechanism is that the wife actively seeks
high-quality auditors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family firms.
For non-entrepreneurship family firms, family firms with a low degree of checks and balances of state-
owned shareholders, and family firms in areas with weak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marital role reversion on auditor choice is more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mar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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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pillover provides investors with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which helps them judge the true
value of other enterprises but may also lead to wrong pricing.

This paper uses major violations in the capital market to measure the use of regional information by
investors with the market reaction it brings.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takes the first exposure of the major
viola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various regions (cities) of China from 2001 to 2018 as an entry point. It
is found that when a listed company’s violations are investigated by the CSRC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certain region, not only the market reaction of the company being investigated for major violation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but also the stock return of other companies in the same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Moreover, the stock prices of the affected companies do not rebound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event. However,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se companie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violate the rules in the
future.

Further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rpora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ffect the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 of corporate violations. The more imperfect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lower marketization, lower social trust) or the worse the corpora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higher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non-Big4, less analyst following), the more
seriou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the affected companies will also
take active responses and organize more investor visits to minimize the additional costs caused by the
spillover effect.

The enlightenment is that: First,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elps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local economy. Seco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dopt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ethods to improv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Third,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the free flow of factor
resources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improv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apital market.

Key words: violations;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 regional reput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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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rital status, the number of offspring involvement and the attributes
of senior executives’ relatives all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role reversion and auditor
choice. The study further distinguishes the allocation of control power and finds that when control power
is more allocated to the husband, marital role reversion can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family firms to
select high-quality auditors.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excludes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hat a family firm
may have a cautious wife when choosing a high-quality audit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auditor choice in family fi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to help family firms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but also has important value in helping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family firms; marital role reversion; audito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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